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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卫星遥感反演进展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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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臭氧是大气中重要的痕量气体，可影响对流层与平流层大气状态和过程。约 90% 的臭氧集中在平流层，可吸收下

行紫外太阳辐射，保护地球生命系统；约 10% 的臭氧位于对流层，其空间分布多受局地生成和跨区域输送的影响。目前，

臭氧已逐渐成为我国甚至全球首要污染物，臭氧污染防治也相应地成为我国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本文回顾了卫

星遥感臭氧的发展进程，包括臭氧卫星探测传感器、反演算法和应用进展，并着重分析了臭氧污染相关内容，包括臭氧污

染时空特征分析、典型污染事件分析、臭氧污染与气象条件相互作用等。多种卫星探测载荷的仪器设计和反演技术的不

断发展，使得卫星遥感臭氧反演和监测应用成为可能。卫星可通过紫外谱段和红外谱段而获取臭氧整层信息和垂直分

布信息，目前臭氧柱总量监测精度较高，但对流层下层和近地面臭氧浓度反演精度还有待提高。根据现阶段的技术水

平，可采用多种技术方法相结合来提升中低层臭氧的探测能力。臭氧污染的监管和防控需要摸清来源，准确评估污染的

成因，可从前体物排放、化学转化、气象影响、三维传输等方面逐步进行解析。此外，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

（VOCs）的协同减排是我国臭氧治理的根本所在，也是下一步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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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臭氧是地球大气中重要的痕量气体，会影响对流

层与平流层之间的大气交换和空气运动［1-3］。90% 的

臭氧集中分布在平流层，浓度最高的部分位于 20~
25 km 高度处。平流层臭氧可吸收紫外波段辐射而增

温，其浓度垂直分布可影响平流层的温度结构，进而影

响大气环流和地球气候效应［4-5］。同时，平流层臭氧可

以滤除具有生物破坏性的紫外线，保护地球上的人类

和其他生物免遭太阳紫外辐射的伤害［5］。

对流层臭氧约占大气臭氧总量的 10%，会间接影

响大气化学、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等［6-7］。虽然对流层

臭氧浓度较低，但其活泼的化学性质会使其随着温度、

水汽、风速、风向、位势涡度、太阳辐射和云等相关因子

而变化［8-11］。同时，对流层臭氧可降低生态系统的碳同

化能力并对全球产生辐射强迫，进而对气候变化产生

重要影响［12-16］。此外，长距离输送［17］、平流层与对流层

交换［18］、洲际传输［19］、季节变化［20］等大气动力相关过程

也会对臭氧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动力、热力和化学属

性差异较大的平流层与对流层之间，某些局部地区会

由 于 天 气 系 统 的 变 化 而 发 生 短 时 间 的 物 质 交 换

（STE）。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影响重

大，过量的臭氧会对人的眼睛和呼吸系统造成损

伤［21-22］，也会造成农作物减产、橡胶材料损伤［23］等生态

环境问题。随着臭氧污染愈发严重，臭氧已成为我国

夏秋季的首要污染物。

近地面臭氧的主要来源为光化学反应，其主要前

体物为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

物（VOCs）
［24］。其中，臭氧与前体物 NOx和 VOCs之间

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般在 NOx饱和地区（城镇），

臭氧生成多受 VOCs 控制；而在 NOx 较少的地区（郊

区），臭氧生成多受 NOx控制［25］。众多研究表明，近地

面臭氧浓度还受局部气象条件和区域输送的影响。气

温决定臭氧光化学反应速率和植物排放的 VOCs 浓

度［26］，相对湿度影响臭氧光化学反应过程［27］，风速和风

向则影响近地面臭氧扩散与区域传输［28］。此外，臭氧

在边界层大气中的寿命较短，多依赖于太阳辐射强度

和其前体物浓度。因此，可以根据臭氧前体物的时空

分布变化进行相对精准的污染防控［29-30］。

从臭氧数据的获取方式来看，地基观测站点可提

供精度较高的近地面臭氧的时空分布信息，其数据稳

定性好且具有较好的延续性［31-32］，但站点分布不均匀，

空间代表性较差［33］。探空观测和机载观测可提供臭氧

的垂直分布及变化趋势，但缺乏时空连续性，很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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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范围的臭氧分布。而星载观测可获取全天候的

全球臭氧信息，国际上已基于紫外和热红外光谱开发

了多种卫星遥感臭氧反演算法（臭氧柱总量反演和臭

氧廓线反演）［34-37］，也有不少研究尝试对前体物［NOx、

甲醛（HCHO）］进行监测。通过分析研究臭氧在大气

化学过程中的演化过程，可更好地进行空气质量管

理［38-40］。目前，臭氧柱总量和对流层浓度反演相对较

为成熟，精度分别可达 95% 和 85%［41］，而受大气气象

条件和卫星时空分辨率等要素影响，臭氧廓线和近地

面臭氧浓度的反演精度较低，限制了基于卫星观测对

近地面臭氧及其影响的研究。

中国地区的臭氧污染近年来愈加严重，多个城

市 出 现 呈 上 升 趋 势 的 高 浓 度 臭 氧 ，尤 其 在 夏 、秋

季［42-43］。除了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人口密集、

经济和工业发达的城市地区，近地面高浓度臭氧也

频繁出现在其他区域［44-45］。我国多采用地面和探空

测量来获取臭氧观测信息。近年，我国发射了多个

自主研发的单星观测卫星载荷，但缺乏基于卫星载

荷的相对系统性的臭氧反演和研究。我国近地面臭

氧污染成因复杂，影响因素较多，基于卫星数据和其

他观测数据的协同处理和分析开展臭氧和颗粒物的

协同治理是我国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46-47］。

分析近年来中国近地面臭氧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了解污染现状，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臭氧污

染防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臭氧卫星

遥感传感器的发展进程、臭氧卫星遥感的反演算法、

应用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等多个方面综合概

述臭氧卫星遥感反演。

2　臭氧卫星探测传感器的发展

自 1960 年以来，以美国、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多个

国家发射了 80 多颗可用于臭氧相关观测的航天器和

卫星，其观测方式逐步从单一卫星向全球同步轨道

（TEMPO、Sentinel-4）和协同轨道星座（如 A-Train）发

展，且卫星探测传感器也变得更为丰富。具体的重要

卫星探测传感器将在本节具体介绍。

如图 1 所示，全球臭氧探测仪器主要分为三种探

测方式：天底观测；掩星观测；临边观测。天底观测可

获取较高精度的臭氧柱总量信息，但获取臭氧廓线的

分辨率较低；临边观测可进行多谱段探测（紫外、红外

和微波），采样频率和垂直分辨率均较高；掩星观测虽

然采样频率较低，但可获取高精度和高垂直分辨率的

臭氧廓线。从探测谱段和探测原理来划分，全球臭氧

探测仪器可分为紫外光谱探测传感器和红外光谱探测

传感器。下面对目前常用的臭氧探测卫星（在轨的紫

外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进行详细介绍（图 2）。

2. 1　紫外光谱探测传感器

从臭氧卫星遥感原理分析，紫外光谱探测传感器

利用太阳紫外谱段的后向散射辐射信息来监测大气中

臭氧浓度，可获取整层臭氧柱浓度和臭氧廓线信息。

相对于低层臭氧，整层臭氧柱浓度和平流层臭氧廓线

的反演精度较高。其中臭氧廓线反演主要利用大气臭

氧对遥感传感器不同波谱的选择吸收差异性来实现大

气 臭 氧 的 垂 直 向 信 息 获 取 。 通 常 只 有 波 长 大 于

290 nm 的波谱辐射可深入对流层，而对流层中大量的

云和气溶胶大粒子会通过散射对辐射造成显著影响，

因此，利用紫外光谱探测传感器反演的对流层臭氧廓

线精度会受限。

近年来国际上已发射了众多用于臭氧卫星探测的

紫外传感器。全球臭氧监测实验仪器（GOME）搭载

于欧洲航天局（ESA）在 1995 年发射的 ERS-2 卫星上，

该仪器以 0. 2~2. 4 nm 的分辨率来测量 240~790 nm
光 谱 范 围 内 的 大 气 后 向 散 射 辐 射 ，并 获 取 臭 氧 、

HCHO 和 乙 二 醛（CHOCHO）等 痕 量 气 体 廓 线 数

据［36］。GOME-2 于 2012 年 9 月搭载于 Metop-A 卫星

发射。除继承 GOME（空间分辨率为 40 km×320 km，

时间分辨率为 3 d）的优势外，GOME-2 将空间分辨率

提高到 40 km×80 km，且 1. 5 d 可覆盖全球［48］。2002
年搭载于 ENVISAT 卫星发射的 SCIAMACHY 传感

器，具有三种探测方式，其光谱覆盖范围广（240~
2400 nm），可获取微量气体、云和气溶胶的分布情况，

该传感器于 2012 年结束服役［49-50］。臭氧检测仪（OMI）

图 1　臭氧卫星遥感探测技术的示意图［65］。（a） 天底观测；（b） 掩星观测；（c） 临边观测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ozon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etection technology［65］.  (a) Nadir observation; (b) occultation observations; 
(c) limb-viewing

搭 载 于 EOS-Aura 卫 星 于 2004 年 发 射 ，它 继 承 了

GOME 和 SCIAMACHY 等仪器的特点，提高了空间

分辨率和全球连续覆盖度［51］，并利用臭氧总量绘图分

光仪（TOMS）和差分光学吸收光谱（DOAS）算法实现

了空间分辨率为 13 km×24 km 的全球臭氧总量、对流

层臭氧柱总量和臭氧廓线反演。同时，OMI 是目前为

止服役时间最长的臭氧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连贯性

最好。搭载于 Suomi NPP 卫星上的臭氧成像探测仪

（OMPS）于 2011 年 8 月发射，其天底观测可覆盖整个

测量光谱范围，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可每天提供连续的

全球性臭氧产品［52-53］。该传感器避免了行异常问题，

数据质量高。搭载于 2017 年 ESA 发射的 Sentinel-5P
极轨卫星上的对流层监测光谱仪 TROPOMI，与其他

在 轨 卫 星 相 比 具 有 最 高 的 空 间 分 辨 率（3. 5 km×
7 km），可有效地观测全球痕量气体组分，包括臭氧、

NO2、SO2、HCHO、CH4 和 CO 等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的重要组分，同时加强了对气溶胶和云的观测［54-55］。

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EMI）搭载于我国高分

5 号卫星和高光谱观测卫星，可实现对臭氧、NO2、SO2

和 CH4等痕量气体的定量监测和变化分析［56-58］。

此外，风云系列臭氧卫星（FY-3）也可获取大气中

的臭氧数据，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环境污染等监

测和研究。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FY-

3A（2008 年 5 月）、FY-3B（2010 年 11 月）和 FY-3C
（2013 年 9 月）］均搭载了臭氧成像光谱仪（OMS）、紫

外臭氧总量探测仪（TOU）和太阳后向散射紫外仪

（SBUS），可获取全球的臭氧总量和臭氧廓线，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国大气臭氧探测和研究的现状。TOU 和

SBUS 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星载卫星紫外臭氧观测

仪，可用于获取全球臭氧总量和垂直分布变化。上述

在轨卫星的具体参数见表 1。
2. 2　红外光谱探测传感器

红外光谱探测传感器通常利用臭氧在 9. 6 μm 吸

收带的热辐射信息来获取臭氧在大气中的垂直分布和

浓度信息，它们多采用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光学元件

和探测器，因此，可获取垂直分辨率较高的臭氧廓线信

息。但在反演过程中，由于温湿廓线误差会对辐射量

和臭氧权重函数的计算产生较大影响，基于红外光谱

探测传感器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反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目前，热红外高光谱测量仪器多采用临边观测的

探测方式，常用的仪器包括温室气体干涉测量仪

（IMG）［59］、大气红外探测器（AIRS）［60］、对流层发射光

谱仪（TES）［61］、红外大气探测干涉仪（IASI）［62-63］和交

叉轨道红外探测器（CrIS）［64］等，可全天候连续测量地

球大气临边所发出的长波辐射，具有更广的覆盖范围，

很好地弥补了天底观测无法获取高分辨率的中高层痕

量气体廓线的问题［65］。

搭载于对地观测卫星 ADEOS 上的 IMG 于 1996
年 8 月发射，光谱区间是 3. 3~15 μm，是国际上首个采

用天底观测方式进行臭氧探测的星载高光谱傅里叶光

谱仪［59］。AIRS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喷

气推进实验室（JPL）联合开发并于 2002 年 5 月搭载

AQUA 卫星发射，拥有 2378 个连续红外光谱通道

（3. 7~15. 4 μm），可用于对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度、湿

度、云层特性、大气成分（臭氧、气溶胶和二氧化碳等）

的垂直分布进行精密观测［60］。TES 是搭载在 NASA 
AURA 卫星上的一种臭氧红外传感器，光谱覆盖范围

为 3. 2~15. 4 μm，用于测量大气中的臭氧和其他气体

的分布和浓度，尤其是对对流层和平流层中臭氧垂直

分布进行高分辨率探测［61］。 IASI 是搭载于 METOP

图 2　主要的臭氧卫星探测传感器（紫外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Fig.  2　Main ozone satellite detection sensors (ultraviolet sensors and infrared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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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载 于 EOS-Aura 卫 星 于 2004 年 发 射 ，它 继 承 了

GOME 和 SCIAMACHY 等仪器的特点，提高了空间

分辨率和全球连续覆盖度［51］，并利用臭氧总量绘图分

光仪（TOMS）和差分光学吸收光谱（DOAS）算法实现

了空间分辨率为 13 km×24 km 的全球臭氧总量、对流

层臭氧柱总量和臭氧廓线反演。同时，OMI 是目前为

止服役时间最长的臭氧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连贯性

最好。搭载于 Suomi NPP 卫星上的臭氧成像探测仪

（OMPS）于 2011 年 8 月发射，其天底观测可覆盖整个

测量光谱范围，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可每天提供连续的

全球性臭氧产品［52-53］。该传感器避免了行异常问题，

数据质量高。搭载于 2017 年 ESA 发射的 Sentinel-5P
极轨卫星上的对流层监测光谱仪 TROPOMI，与其他

在 轨 卫 星 相 比 具 有 最 高 的 空 间 分 辨 率（3. 5 km×
7 km），可有效地观测全球痕量气体组分，包括臭氧、

NO2、SO2、HCHO、CH4 和 CO 等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的重要组分，同时加强了对气溶胶和云的观测［54-55］。

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EMI）搭载于我国高分

5 号卫星和高光谱观测卫星，可实现对臭氧、NO2、SO2

和 CH4等痕量气体的定量监测和变化分析［56-58］。

此外，风云系列臭氧卫星（FY-3）也可获取大气中

的臭氧数据，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环境污染等监

测和研究。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FY-

3A（2008 年 5 月）、FY-3B（2010 年 11 月）和 FY-3C
（2013 年 9 月）］均搭载了臭氧成像光谱仪（OMS）、紫

外臭氧总量探测仪（TOU）和太阳后向散射紫外仪

（SBUS），可获取全球的臭氧总量和臭氧廓线，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国大气臭氧探测和研究的现状。TOU 和

SBUS 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星载卫星紫外臭氧观测

仪，可用于获取全球臭氧总量和垂直分布变化。上述

在轨卫星的具体参数见表 1。
2. 2　红外光谱探测传感器

红外光谱探测传感器通常利用臭氧在 9. 6 μm 吸

收带的热辐射信息来获取臭氧在大气中的垂直分布和

浓度信息，它们多采用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光学元件

和探测器，因此，可获取垂直分辨率较高的臭氧廓线信

息。但在反演过程中，由于温湿廓线误差会对辐射量

和臭氧权重函数的计算产生较大影响，基于红外光谱

探测传感器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反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目前，热红外高光谱测量仪器多采用临边观测的

探测方式，常用的仪器包括温室气体干涉测量仪

（IMG）［59］、大气红外探测器（AIRS）［60］、对流层发射光

谱仪（TES）［61］、红外大气探测干涉仪（IASI）［62-63］和交

叉轨道红外探测器（CrIS）［64］等，可全天候连续测量地

球大气临边所发出的长波辐射，具有更广的覆盖范围，

很好地弥补了天底观测无法获取高分辨率的中高层痕

量气体廓线的问题［65］。

搭载于对地观测卫星 ADEOS 上的 IMG 于 1996
年 8 月发射，光谱区间是 3. 3~15 μm，是国际上首个采

用天底观测方式进行臭氧探测的星载高光谱傅里叶光

谱仪［59］。AIRS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喷

气推进实验室（JPL）联合开发并于 2002 年 5 月搭载

AQUA 卫星发射，拥有 2378 个连续红外光谱通道

（3. 7~15. 4 μm），可用于对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度、湿

度、云层特性、大气成分（臭氧、气溶胶和二氧化碳等）

的垂直分布进行精密观测［60］。TES 是搭载在 NASA 
AURA 卫星上的一种臭氧红外传感器，光谱覆盖范围

为 3. 2~15. 4 μm，用于测量大气中的臭氧和其他气体

的分布和浓度，尤其是对对流层和平流层中臭氧垂直

分布进行高分辨率探测［61］。 IASI 是搭载于 METOP

图 2　主要的臭氧卫星探测传感器（紫外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Fig.  2　Main ozone satellite detection sensors (ultraviolet sensors and infrared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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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上的臭氧红外传感器，可测量地球系统发射的低

空红外光谱，其光谱范围为 3. 63~15. 50 μm，提供大

气中水汽、温度、气压等气象要素的垂直分布信息和臭

氧总量及其垂直分布［62-63］。CrIS 是由美国 NASA 和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合作开发的卫星

遥感传感器，其主要通过探测地球大气层顶部向上辐

射的红外辐射来获取大气垂直廓线的信息，其中测量

大气成分（臭氧）的波段为 9. 94~14. 26 μm［64］。CrIS
具有高空间分辨率（14 km×14 km），可提供高精度的

臭 氧 垂 直 廓 线 信 息 。 上 述 在 轨 卫 星 的 具 体 参 数

见表 1。

3　臭氧卫星遥感算法进展

目前，臭氧卫星遥感反演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分

别是臭氧柱总量反演和臭氧廓线反演方法。基于星载

臭氧数据，融合多源数据可估算近地面臭氧浓度信息。

上述各类算法的进展和应用在本章中详细介绍。

3. 1　臭氧柱总量反演算法

常用的臭氧柱总量获取方法主要有四类，分别为

比值法、紫外后向散射（BUV）法、DOAS 法和产品合

成法。各反演算法均比较成熟，精度可达 90%，具体

的算法特点和应用见图 3。其中，BUV 和 DOAS 算法

是紫外臭氧总量反演的常用算法。BUV 算法通常遵

循两个假设：假设云为不透明的朗伯反射体，且云顶有

效反照率不随波长的变化而变化；假设探测波长处的

后向散射强度只与大气臭氧总量有关，而与臭氧廓线

无关。早期，Dave 等［34］利用 310 nm 波长附近的后向

散射获取大气臭氧总量。针对 Nimbus-7 卫星，算法经

过 改 进 后 形 成 V7 和 V8 算 法 。 Wellemeyer 等［66］和

Balis 等［67］的研究表明，TOMS-V8 算法通过对气溶胶

散射作用进行校正，并且采用多组波长数据进行臭氧

总量迭代计算来降低仪器噪声误差，可以有效提高反

演精度，具有更强的臭氧分布信息表达能力。

与 TOMS 算法相比，DOAS 算法采用更长的波长

来获取臭氧总量，且对气溶胶吸收和误差校正所引起

的干扰效应具有较低的敏感性，因此，DOAS 算法可使

用不同的光谱窗口来最小化臭氧分布的相关误差。针

对 DOAS 算法在高纬度地区反演 GOME 数据而出现

的高估问题，Coldewey-Egbers 等［36］采用加权函数形成

WFM-DOAS 方法，该方法考虑了观测较大太阳天顶

角而产生的波长依赖性，消除其对大气质量因子

（AMF）转换的影响，进而改善了拟合残差。 Ebojie
等［49］将 DOAS 算法应用于 SCIAMACHY 数据来反演

臭氧柱总量，可很好地表达臭氧的季节性变化。同时，

将反演结果与探空数据进行对比发现，验证结果吻合

度较高（<3 DU）。此外，TROPOMI 传感器的官方臭

氧柱总量产品也采用了 DOAS 算法，Garane 等［54］利用

世界臭氧和紫外线辐射数据中心（WOUDC）站点数据

验证 TROPOMI 臭氧柱总量产品，发现平均偏差为

0%~1. 5%。

产品合成法多在 BUV 和 DOAS 算法的基础上开

展。张莹等［68］基于 TOMS、OMI、FY-3A 的 TOU 臭氧

表 1　常用臭氧探测卫星传感器的具体参数

Table 1　Specific parameters of commonly used satellite sensors for ozone detection

Sensor

GOME
GOME-2

SCIAMACHY
OMI

OMPS
EMI

TROPOMI

TOU

AIRS
CrIS
TES
IASI

Satellite 
platform

ERS-2
METOP-A
ENVISAT

AURA
Suomi-NPP

GaoFen5

Sentinel-5P

FY-3A
FY-3B
FY-3C
AQUA

Suomi-NPP
AURA

Metop-A

Research 
institution

ESA
ESA
ESA

NASA
NASA
China

ESA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NOAA
NASA
NOAA

ESA

Satellite 
transit 

time
10：30
9：30

10：00
13：45
13：30
13：30

13：30

13：40

13：30
13：30
13：45
21：30

Temporal 
resolution /d

3
1. 5

6
1
1
1

1

1

1
1

16
1. 5

Spatial 
resolution /

km
40×320
40×80
30×60
13×24
50×50
13×48

3. 5×5. 5

50×50

14×14
14×14
0. 5×5
80×40

Spectra
 range /μm

0. 24-0. 79
0. 25-0. 79
0. 24-2. 40
0. 27-0. 50
0. 25-0. 42

0. 3-0. 5
0. 27-0. 32，

0. 310-0. 495，
0. 675-0. 775，
2. 305-2. 385

0. 30-0. 36

3. 74-15. 4
3. 9-15. 4
3. 3-15. 4

3. 63-15. 50

Service period

1995-2003
2012-2023
2002-2012
2004-2023
2011-2023
2018-2023

2017-2023

2008-2018
2010-2023
2013-2023
2002-2023
2011-2023
2004-2023
2006-2023

总量产品，利用最邻近采样方法生成一套近 30 年的空

间分辨率为 0. 25°×0. 25°的数据集，并以 WOUDC 地

面站数据对 OMI 和 TOU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订正反

演产品，发现 2000 年后中国上空臭氧下降速率减缓，

2005 年后总量上升趋势与全球趋势一致。张艳等［69］

将 OMI、FY-3 TOU 和 TOMS 的反演产品进行插值而

获得 1979—2014 年间的臭氧总量数据，发现中高纬度

地区臭氧具有不均匀性，特别是青藏高原的臭氧增长

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针对 OMI 卫星在赤道地区的

条带缺失问题，彭晓琳［70］基于时空加权回归方法构建

目标数据与多时相辅助数据的时空关系模型，实现了

全球 OMI臭氧总量产品全覆盖，生成一套 2004—2014
年时空连续的全球臭氧总量日产品。

3. 2　臭氧廓线反演算法

大气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包含三个核心点，分别是

对不同大气敏感通道的选取、分析太阳辐射与不同大

气分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入对复杂的多元非线性物

理模型的求解方法和大量可靠的先验信息。其中选取

合适的辐射传输模型是三个核心点的关键，目前最常

用的方法包含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最优估计法和特征向

量法。Rodgers［71］最早提出针对正向大气模式最优估

计法的理论框架，借助先验信息约束模型的解，利用最

大似然估计来迭代求解，此方法至今被广泛应用于臭

氧廓线反演算法。最优化反演的求解过程从数学方程

意义上可以拥有多个正确解，需采用合理的约束条件

（反演初始廓线的选择、优化方法的选择等）来确定高

精度和强稳定性的反演结果。初始廓线的选择是大气

臭氧廓线反演中的重要约束条件，可采用统计回归方

法、模式计算、气候资料取平均等三种方式进行获取。

统计回归方法多依赖于廓线样本的精度；模式计算方

法的垂直分辨率和稳定性较低；气候资料取平均方法

的观测资料有限，直接影响初始廓线的精度。

自 1970 年开始，在德国、美国、日本和南极地区均

有开展常规臭氧探空廓线监测；而船载监测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多出现在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边界

层［29］。发展至今，全球已具有充足的臭氧廓线数据。

臭氧廓线反演可基于紫外传感器和热红外传感器进

行，图 4 介绍了近年来臭氧廓线反演的主要传感器及

其应用。SBUV 和 SBUV/2 传感器提供了近 40 年的

全球臭氧廓线数据，Bhartia 等［72-73］先后介绍了 V6 和

V8 算法，并利用平滑内核比较 SBUV 数据与微波边缘

测深仪（MLS）臭氧廓线，发现其在平流层下层位置具

有较大作用，SBUV 臭氧廓线的垂直分辨率略低于

MLS。Petropavlovskikh 等［35］提出了一种新的 Umkehr
臭氧廓线反演算法，该算法可研究月均距平的长期变

化，在不受先验信息影响的基础上评估多年时间序列

的气候变异性，在平流层中的不确定性低于 5%。

Huang 等［74］介绍了 FY-3 卫星紫外臭氧垂直廓线反演

算法 FY-V1. 0，并与 SBUV 和 SBUV/2 的臭氧廓线进

行了比较，结果表明，FY-3 卫星臭氧廓线反演精度较

高，与 SBUV 和 SBUV/2 的臭氧廓线的平均相对误差

在±7% 以内。黄富祥等［75］还将 FY-3 卫星臭氧廓线

图 3　臭氧柱总量反演算法详解

Fig.  3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retrieval algorithm for total ozone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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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产品，利用最邻近采样方法生成一套近 30 年的空

间分辨率为 0. 25°×0. 25°的数据集，并以 WOUDC 地

面站数据对 OMI 和 TOU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订正反

演产品，发现 2000 年后中国上空臭氧下降速率减缓，

2005 年后总量上升趋势与全球趋势一致。张艳等［69］

将 OMI、FY-3 TOU 和 TOMS 的反演产品进行插值而

获得 1979—2014 年间的臭氧总量数据，发现中高纬度

地区臭氧具有不均匀性，特别是青藏高原的臭氧增长

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针对 OMI 卫星在赤道地区的

条带缺失问题，彭晓琳［70］基于时空加权回归方法构建

目标数据与多时相辅助数据的时空关系模型，实现了

全球 OMI臭氧总量产品全覆盖，生成一套 2004—2014
年时空连续的全球臭氧总量日产品。

3. 2　臭氧廓线反演算法

大气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包含三个核心点，分别是

对不同大气敏感通道的选取、分析太阳辐射与不同大

气分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入对复杂的多元非线性物

理模型的求解方法和大量可靠的先验信息。其中选取

合适的辐射传输模型是三个核心点的关键，目前最常

用的方法包含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最优估计法和特征向

量法。Rodgers［71］最早提出针对正向大气模式最优估

计法的理论框架，借助先验信息约束模型的解，利用最

大似然估计来迭代求解，此方法至今被广泛应用于臭

氧廓线反演算法。最优化反演的求解过程从数学方程

意义上可以拥有多个正确解，需采用合理的约束条件

（反演初始廓线的选择、优化方法的选择等）来确定高

精度和强稳定性的反演结果。初始廓线的选择是大气

臭氧廓线反演中的重要约束条件，可采用统计回归方

法、模式计算、气候资料取平均等三种方式进行获取。

统计回归方法多依赖于廓线样本的精度；模式计算方

法的垂直分辨率和稳定性较低；气候资料取平均方法

的观测资料有限，直接影响初始廓线的精度。

自 1970 年开始，在德国、美国、日本和南极地区均

有开展常规臭氧探空廓线监测；而船载监测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多出现在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边界

层［29］。发展至今，全球已具有充足的臭氧廓线数据。

臭氧廓线反演可基于紫外传感器和热红外传感器进

行，图 4 介绍了近年来臭氧廓线反演的主要传感器及

其应用。SBUV 和 SBUV/2 传感器提供了近 40 年的

全球臭氧廓线数据，Bhartia 等［72-73］先后介绍了 V6 和

V8 算法，并利用平滑内核比较 SBUV 数据与微波边缘

测深仪（MLS）臭氧廓线，发现其在平流层下层位置具

有较大作用，SBUV 臭氧廓线的垂直分辨率略低于

MLS。Petropavlovskikh 等［35］提出了一种新的 Umkehr
臭氧廓线反演算法，该算法可研究月均距平的长期变

化，在不受先验信息影响的基础上评估多年时间序列

的气候变异性，在平流层中的不确定性低于 5%。

Huang 等［74］介绍了 FY-3 卫星紫外臭氧垂直廓线反演

算法 FY-V1. 0，并与 SBUV 和 SBUV/2 的臭氧廓线进

行了比较，结果表明，FY-3 卫星臭氧廓线反演精度较

高，与 SBUV 和 SBUV/2 的臭氧廓线的平均相对误差

在±7% 以内。黄富祥等［75］还将 FY-3 卫星臭氧廓线

图 3　臭氧柱总量反演算法详解

Fig.  3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retrieval algorithm for total ozone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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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 NOAA V8 业务反演产品比较，发现吻合度较

好，相对反演精度在±2% 以内。臭氧廓线反演算法

OPERA 可应用于 GOME、GOME-2 和 OMI 等传感

器，Van Peet 等［48］描述了 OPERA 算法的详细设置，并

将 GOME 和 GOME-2 的臭氧廓线反演结果与臭氧探

测结果进行全球比较，结果表明，对流层的相对差异为

20%，平流层的相对差异为 15%，满足 ESA 气候变化

倡议（CCI）项目用户要求规定。Miles 等［76］重点评估

了 GOME-2 对流层臭氧廓线的性能，结果表明，在应

用反演垂直平滑（平均核）的基础上，对流层下部的反

演偏差可达 6%（1. 5 DU），精度较高。OMPS 传感器

同时提供了臭氧柱总量和臭氧廓线的反演值。Flynn
等［77］详细介绍了 OMPS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反演方

法，并对臭氧反演产品进行初步评估，发现平流层中上

层的臭氧廓线的偏差通常在 ±5% 范围内。 Arosio
等［78］将 OMPS 臭氧廓线反演结果与 MLS 数据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20~60 km 的 OMPS 臭氧廓线与 MLS 
V4. 2 数据的差异性在 5%~10% 的范围内，而在较低

的海拔范围内，偏差变得更大，尤其是在热带地区。针

对 OMI 传感器，刘诚［79］提出了一种卫星遥感大气臭氧

廓线的反演算法，主要利用 OMI 紫外辐射光谱数据，

计算辐射光谱模拟值和权重函数参数，基于最优估计

技术反演地表至 60 km 大气臭氧廓线信息。 Kroon
等［80］将 OMI臭氧廓线与 MLS 和 TES 的臭氧廓线进行

比较，结果表明，OMI 平流层臭氧廓线与全球相关数

据的一致性在 20% 以内，但春季的局部极地地区除

外；OMI 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在热带和中纬度地区，分

别有 60% 和 30% 的数据出现系统正偏差。Bak 等［81］

研究了基于对流层顶（TB）的臭氧气候学在 OMI 臭氧

廓线反演中的应用，发现其会提升热带和温带臭氧垂

直廓线的反演能力。2021 年，德国不来梅大学环境物

理研究所开发了 TOPAS 算法，用于从天底观测的星

载传感器中反演臭氧垂直廓线，并应用于 TROPOMI 
L1B 光谱数据（270~329 nm）。Mettig 等［55］利用臭氧

激 光 雷 达 数 据 、MLS 数 据 和 OMPS 数 据 验 证 了

TROPOMI 传感器 TOPAS 算法反演的臭氧廓线，发

现臭氧激光雷达数据与 TROPOMI 反演结果显示出

非常好的一致性，18~45 km 的相对平均偏差在±5%
以下，标准差为 10%。MLS 和 OMPS 的臭氧廓线与

TROPOMI反演结果一致性较高，除极地高纬地区外，

20~50 km 的相对平均差基本在 ±5% 以下。 Zhao
等［37］利用 TROPOMI 反演的臭氧廓线，结合 NO2 和

HCHO 的对流层垂直柱密度评估了中国新冠肺炎暴

发期间对流层臭氧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封控期间华东

地区的总有机碳增加了 10%，而臭氧的产生并没有显

著减少。这主要是由于 NOx排放的减少削弱了臭氧滴

定作用，导致臭氧增加。综上所述，紫外散射光谱易受

气溶胶和地表反射率等要素的影响，且臭氧吸收线在

紫外波段不受高度和压强的影响，基于紫外传感器的

对流层臭氧廓线的反演精度较低。

针对臭氧吸收线在红外波段随温度和压强而变化

这一原理，热红外臭氧吸收波段可用于反演臭氧廓线

（图 4）。Susskind 等［82］采用最优化估计法对 AIRS 传

感器的 41 个通道（9. 6 μm 臭氧吸收波段）反演臭氧廓

线，并采取业务化处理。Wei 等［83］采用最优化估计法

的同时，通过调整先验廓线来提高 AIRS 臭氧廓线的

反演精度，调整后中纬度地区总的自由度可达 1. 1~
2. 5。针对 TES 传感器，Bowman 等［84］采用具有强约

束的 Levenberg-Marquardt（LM）方法来反演臭氧廓

线，经过验证表明，对流层上部臭氧廓线反演误差最

小，但易受平流层下层臭氧的影响。同时，Nassar 等［61］

将 TES V2. 0 臭氧廓线产品与全球臭氧探空数据进行

对比验证，结果表明，TES V2. 0 臭氧廓线产品在对流

层内的误差小于 10 ppb（十亿分比浓度，也即在溶液中

用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十亿分比来表示的浓

度）。Ma 等［64］着重分析了臭氧吸收光谱和权重函数对

图 4　近年来臭氧廓线反演的主要传感器及应用

Fig.  4　Main sensors and applications of ozone profile retrieval in recent years

温度的敏感性及其对臭氧廓线反演的影响，经过实验

发 现 ，CrIS 在 平 流 层 中 上 层 对 臭 氧 敏 感 ，在 10~
100 hPa 之间的垂直敏感性达到峰值，由 1 K 温度变化

而产生的权重函数变化与臭氧廓线 6% 的变化一致。

此外，他们还将臭氧廓线数据与探空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CrIS 平流层、对流层高层和对流层中层

的臭氧廓线的反演误差分别在 10%、5% 和 30% 以内，

且 400 hPa 以下的臭氧廓线多来自于先验廓线。IASI
传感器的臭氧廓线也是基于最优估计法而反演的，

Clerbaux 等［62］发现 IASI 对 6~8 km 的对流层臭氧比较

敏感，特别是当地表与其上方大气之间存在较大的温

度差时，臭氧廓线的敏感性会增加。Boynard 等［63］将

IASI臭氧廓线与 WOUDC 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

明，IASI 对流层臭氧廓线低估了 5%~15%。综上所

述，热红外传感器对对流层中上层的臭氧比较敏感，廓

线反演精度较高，而对流层中下层臭氧廓线反演多依

赖于先验廓线，反演精度较低。同时，温度和水汽会对

热红外臭氧吸收波段产生影响，进而增加不确定性。

目前，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多受卫星数据质量、云辐

射和反演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反演精度多在 70%~
75% 左右。紫外传感器与红外传感器的结合可提高

对流层中低层臭氧的反演精度。 Worden 等［85］利用

TES、OMI 和 TES+OMI 传感器组合的方式，联合紫

外和红外波段反演臭氧廓线，结果表明，边界层臭氧廓

线精度提高 2 倍以上，且对流层臭氧廓线的垂直分辨

率比 TES 的垂直分辨率提高 20%~60%。Natraj等［86］

探索了紫外至热红外波谱对对流层臭氧边界的敏感

性，发现紫外+可见光、紫外+热红外，以及紫外+可

见光+热红外结合可以满足观测对流层臭氧的要求。

简单的联合反演并不能消除红外波段温度误差带来的

不确定性。Zhang 等［87］结合紫外和红外谱段臭氧探测

优势，利用 OMPS 臭氧总量作为约束条件，反演 CrIS/
Suomi-NPP 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并将反演结果与探空

数据和激光雷达观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经

过 OMPS 臭氧柱总量约束的反演相对误差小于未经

约束的反演相对误差，且平均核函数的峰值增大了

约 1 倍。

对流层臭氧反演一直是臭氧卫星探测的一个难

点，除精确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外，还可以借助

某些辅助信息，在计算臭氧总量的基础上计算对流层

臭氧柱浓度，常用方法是余值法［88-91］、扫描角几何法［92］

和对流云微分法［93］。Fishman 等［88］最早采用余值法计

算对流层臭氧。他假设平流层臭氧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为恒定值，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180°经线附近的海洋上。

基于此，对流层臭氧可用 TOMS 测量的臭氧总量减去

SAGE 仪器测量的平流层臭氧浓度而获得。之后，

Kim 等［80-90］对余值法进行了改进，在城市地表类型下

或具有生物燃烧的地区，引入有效因子来提高对流层

臭氧的估算精度。近年，Schoeberl 等［91］采用前向轨迹

模型来优化余值法，不仅提高了 MLS 传感器对流层臭

氧产品的水平分辨率，更提高了对流层臭氧产品在热

带和中纬度地区的估算精度。

3. 3　基于多源数据的近地面臭氧估算方法

近地面高浓度臭氧会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其获取方式主要包括地基站点观测和机载观测，这

两种方式难以获取较大空间覆盖范围内高精度的近地

面臭氧浓度。然而星载传感器很难探测到近地面层，

难以获取近地面臭氧浓度。同时，影响近地面臭氧的

主要因素包括臭氧的前提物（NOx、VOCs 等）、影响臭

氧光化学合成的气象条件（太阳辐射和温度等）和影响

臭氧传输的气象因素（水平风场和垂直速度等）。针对

臭氧浓度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内外众多

学者已尝试运用不同模型来估算近地面臭氧浓度。

Cobourn 等［94］利用肯达基州 1998—1999 年近地面

臭氧浓度观测数据集，以气象预测数据为输入，比对了

混合非线性回归（NLR）模型和神经网络（NN）模型对

次日最大 1 h 臭氧平均地面浓度的预测水平，发现两个

模型表现基本相同（NLR 模型和 NN 模型的平均绝对

误差分别为 12. 5 ppb 和 12. 3 ppb）。Cannon 等［95］使用

哥伦比亚地区 10 个监测站的臭氧观测数据建立了预

测每日最高小时平均臭氧浓度的经验模型，输入相同

的 1991—1996 年站点臭氧数据，发现神经网络模型的

方差比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差减少了约 7%，说明

神 经 网 络 可 以 有 效 地 构 建 臭 氧 估 算 模 型 。

Chaloulakou 等［96］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对雅典盆地的 4 个监测站的监测数据（11 个预测

因子）构建模型进行对比研究，预测了次日小时最大臭

氧浓度。验证结果显示，人工神经网络能够更好地估

算监测点的臭氧浓度，对于臭氧浓度超过阈值的情况

预测准确率达到 72%。Wang 等［97］针对人口密集的城

市地区所出现的高浓度臭氧情况，将自适应径向基函

数（ARBF）网络与特定区域的统计特性相结合，建立

了一种改进的神经网络方法，用于预测臭氧的日最大

浓度。该研究利用 1999—2000 年间在香港 3 个空气污

染物监测站收集的小时时间序列数据对改进后的模型

进行了训练和验证，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有效性和可

靠性。

近地面臭氧估算方法近几年发展迅速，算法主要

结合多源遥感观测数据进行大样本数据迭代优化，目

前 常 利 用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和 深 度 学 习 网 络 技 术 。

Chattopadhyay 等［98］使用 1932—1971 年瑞士每月臭氧

柱总量建立数据集，分别对双层感知器和单层感知器

模型进行了训练和验证，模型选择 S 型激活函数并设

定模型学习率为 0. 9。结果显示，双层感知器模型对

平均总臭氧月浓度的预测效果比单层感知器效果好，

表明多层感知器能够更好地模拟各影响因素和臭氧浓

度的关系。为了解决臭氧浓度在线分析仪器在臭氧应

用方面的局限性，张海传等［99］监测影响臭氧浓度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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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敏感性及其对臭氧廓线反演的影响，经过实验

发 现 ，CrIS 在 平 流 层 中 上 层 对 臭 氧 敏 感 ，在 10~
100 hPa 之间的垂直敏感性达到峰值，由 1 K 温度变化

而产生的权重函数变化与臭氧廓线 6% 的变化一致。

此外，他们还将臭氧廓线数据与探空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CrIS 平流层、对流层高层和对流层中层

的臭氧廓线的反演误差分别在 10%、5% 和 30% 以内，

且 400 hPa 以下的臭氧廓线多来自于先验廓线。IASI
传感器的臭氧廓线也是基于最优估计法而反演的，

Clerbaux 等［62］发现 IASI 对 6~8 km 的对流层臭氧比较

敏感，特别是当地表与其上方大气之间存在较大的温

度差时，臭氧廓线的敏感性会增加。Boynard 等［63］将

IASI臭氧廓线与 WOUDC 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

明，IASI 对流层臭氧廓线低估了 5%~15%。综上所

述，热红外传感器对对流层中上层的臭氧比较敏感，廓

线反演精度较高，而对流层中下层臭氧廓线反演多依

赖于先验廓线，反演精度较低。同时，温度和水汽会对

热红外臭氧吸收波段产生影响，进而增加不确定性。

目前，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多受卫星数据质量、云辐

射和反演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反演精度多在 70%~
75% 左右。紫外传感器与红外传感器的结合可提高

对流层中低层臭氧的反演精度。 Worden 等［85］利用

TES、OMI 和 TES+OMI 传感器组合的方式，联合紫

外和红外波段反演臭氧廓线，结果表明，边界层臭氧廓

线精度提高 2 倍以上，且对流层臭氧廓线的垂直分辨

率比 TES 的垂直分辨率提高 20%~60%。Natraj等［86］

探索了紫外至热红外波谱对对流层臭氧边界的敏感

性，发现紫外+可见光、紫外+热红外，以及紫外+可

见光+热红外结合可以满足观测对流层臭氧的要求。

简单的联合反演并不能消除红外波段温度误差带来的

不确定性。Zhang 等［87］结合紫外和红外谱段臭氧探测

优势，利用 OMPS 臭氧总量作为约束条件，反演 CrIS/
Suomi-NPP 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并将反演结果与探空

数据和激光雷达观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经

过 OMPS 臭氧柱总量约束的反演相对误差小于未经

约束的反演相对误差，且平均核函数的峰值增大了

约 1 倍。

对流层臭氧反演一直是臭氧卫星探测的一个难

点，除精确的对流层臭氧廓线反演算法外，还可以借助

某些辅助信息，在计算臭氧总量的基础上计算对流层

臭氧柱浓度，常用方法是余值法［88-91］、扫描角几何法［92］

和对流云微分法［93］。Fishman 等［88］最早采用余值法计

算对流层臭氧。他假设平流层臭氧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为恒定值，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180°经线附近的海洋上。

基于此，对流层臭氧可用 TOMS 测量的臭氧总量减去

SAGE 仪器测量的平流层臭氧浓度而获得。之后，

Kim 等［80-90］对余值法进行了改进，在城市地表类型下

或具有生物燃烧的地区，引入有效因子来提高对流层

臭氧的估算精度。近年，Schoeberl 等［91］采用前向轨迹

模型来优化余值法，不仅提高了 MLS 传感器对流层臭

氧产品的水平分辨率，更提高了对流层臭氧产品在热

带和中纬度地区的估算精度。

3. 3　基于多源数据的近地面臭氧估算方法

近地面高浓度臭氧会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其获取方式主要包括地基站点观测和机载观测，这

两种方式难以获取较大空间覆盖范围内高精度的近地

面臭氧浓度。然而星载传感器很难探测到近地面层，

难以获取近地面臭氧浓度。同时，影响近地面臭氧的

主要因素包括臭氧的前提物（NOx、VOCs 等）、影响臭

氧光化学合成的气象条件（太阳辐射和温度等）和影响

臭氧传输的气象因素（水平风场和垂直速度等）。针对

臭氧浓度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内外众多

学者已尝试运用不同模型来估算近地面臭氧浓度。

Cobourn 等［94］利用肯达基州 1998—1999 年近地面

臭氧浓度观测数据集，以气象预测数据为输入，比对了

混合非线性回归（NLR）模型和神经网络（NN）模型对

次日最大 1 h 臭氧平均地面浓度的预测水平，发现两个

模型表现基本相同（NLR 模型和 NN 模型的平均绝对

误差分别为 12. 5 ppb 和 12. 3 ppb）。Cannon 等［95］使用

哥伦比亚地区 10 个监测站的臭氧观测数据建立了预

测每日最高小时平均臭氧浓度的经验模型，输入相同

的 1991—1996 年站点臭氧数据，发现神经网络模型的

方差比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差减少了约 7%，说明

神 经 网 络 可 以 有 效 地 构 建 臭 氧 估 算 模 型 。

Chaloulakou 等［96］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对雅典盆地的 4 个监测站的监测数据（11 个预测

因子）构建模型进行对比研究，预测了次日小时最大臭

氧浓度。验证结果显示，人工神经网络能够更好地估

算监测点的臭氧浓度，对于臭氧浓度超过阈值的情况

预测准确率达到 72%。Wang 等［97］针对人口密集的城

市地区所出现的高浓度臭氧情况，将自适应径向基函

数（ARBF）网络与特定区域的统计特性相结合，建立

了一种改进的神经网络方法，用于预测臭氧的日最大

浓度。该研究利用 1999—2000 年间在香港 3 个空气污

染物监测站收集的小时时间序列数据对改进后的模型

进行了训练和验证，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有效性和可

靠性。

近地面臭氧估算方法近几年发展迅速，算法主要

结合多源遥感观测数据进行大样本数据迭代优化，目

前 常 利 用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和 深 度 学 习 网 络 技 术 。

Chattopadhyay 等［98］使用 1932—1971 年瑞士每月臭氧

柱总量建立数据集，分别对双层感知器和单层感知器

模型进行了训练和验证，模型选择 S 型激活函数并设

定模型学习率为 0. 9。结果显示，双层感知器模型对

平均总臭氧月浓度的预测效果比单层感知器效果好，

表明多层感知器能够更好地模拟各影响因素和臭氧浓

度的关系。为了解决臭氧浓度在线分析仪器在臭氧应

用方面的局限性，张海传等［99］监测影响臭氧浓度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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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提出了基于径向基（RBP）神经网络模型对臭

氧浓度进行测量的方法，同时结合训练算法（梯度下降

算法）来确定径向基函数的中心和获取输出层的权值。

实验证明，应用径向基神经网络预测臭氧的浓度与实

际仪器测量的结果绝对误差小于 5 g/m3的数据样本达

到 93%，而绝对误差小于 1 g/m3的数据样本达到 33%
以上。Luna 等［100］根据变量排序选择人工神经网络和

支持向量回归等非线性回归方法对相同的数据集进行

预测验证，结果显示，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回归的均方

根 误 差 分 别 为 7. 66 μg/m3 和 7. 85 μg/m3。 之 后 ，

Taylan［101］提 出 使 用 自 适 应 神 经 模 糊 推 理 方 法

（ANFIS）对臭氧浓度进行估算的方法，该方法结合模

糊推理和神经元，使用 NOx、大气压力、温度和相对湿

度等影响因素来评估模型性能。研究表明，ANFIS 改

进了神经网络的适应性，并提升了模型的鲁棒性。

Gao 等［102］以 9 个气象和光化学参数为输入变量训练神

经网络，基于蒙特卡罗仿真进行不确定度和灵敏度分

析，显示人工神经网络能较好地预测环境臭氧浓度，也

说明温度、大气压力、日照时间和最大风速是影响臭氧

预测的主要输入变量。

近年来，众多研究人员基于多源数据（例如 CTMs
输出、气象资料的同化数据、站点数据和臭氧柱浓度遥

感观测等）来生成近地面臭氧浓度数据［33，103-106］。这些

研究多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来构建多源数据与地基站点

测量值之间的经验拟合关系，从而形成经验模型进行

近地面臭氧浓度的估算。例如，Liu 等［103］采用对流层

臭氧浓度，结合适当的辅助变量，通过极端梯度提升

（XGBoost）的机器学习方法来预测中国每日最大 8 小

时（MDA8）地面臭氧浓度。Zhang 等［104］基于 OMI 的
NO2和 CH4数据集，使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估

算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地面臭氧月浓度。Li 等［105］提出

了随机森林广义加权模型，利用 OMI 观测的臭氧柱浓

度，结合气象变量和地表因素等估算了青藏高原长期

地面 MDA8 臭氧浓度。DeLang 等［106］通过使用组合方

法（M3Fusion 和贝叶斯最大熵）对观测和模式模拟进

行数据融合，产生了每年 10 km 精细空间分辨率的全

球地面臭氧浓度。Wang 等［107］利用葵花八号多个热红

外波段的亮温来估算除新疆和西藏外的中国 2 km/h
的地面臭氧浓度，主要模型采用的是基于类别增强的

自适应地理空间局部化方案（SGLboost）。上述这些

数据融合框架已经取得了宝贵的近地面臭氧浓度的研

究成果，并为科学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4　臭氧卫星遥感应用进展

4. 1　臭氧卫星观测数据的精度验证

考虑到臭氧源、汇和生命周期的非均一性，其浓度

具有很大的季节变化和时空差异性，很难用一种科学

模式来描绘和解释全球性臭氧趋势和内在联系。目

前，地表、探空、航空、航天飞机和卫星观测均可用于卫

星和模式模拟不确定性验证，其中 NASA 提供了全面

的验证数据集。

在卫星观测的连续性和大尺度性与科学研究算法

准确性的共同推动下，卫星反演臭氧柱浓度和臭氧垂

直廓线的精度也越来越高，选择精度验证的方式也呈

现出多元化。表 2 展现了卫星臭氧观测数据精度验证

的应用分析案例，从中可以发现卫星数据之间的相互

印证、探空数据和地基站点臭氧数据的验证是最常用

的方式。近年来近地面臭氧污染成因、臭氧空洞恢复

等科学问题愈发被关注，但近地面臭氧浓度的高精度

反演和平流层臭氧侵入对近地面臭氧的影响量化等工

作仍是研究的焦点问题。

4. 2　臭氧污染相关研究

臭氧污染主要是指在距地球表面 10 km 范围高浓

度臭氧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流层中

下层臭氧和近地面臭氧是臭氧污染的主要构成。基于

卫星的对流层臭氧反演数据和近地面臭氧估算结果是

臭氧污染分析研究的核心数据源。

4. 2. 1　臭氧污染时空特征分析

低层大气中的臭氧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中排放的

NOx、VOCs和 CO 等前体物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经过

一系列复杂的光化学反应生成的。研究近地面臭氧的

变化和时空分布特征，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理解和

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等都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臭氧数据集可以用于分析典型区域的近地面臭氧

空间分布特征，并可以结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详细

地刻画轻度、中度和重度臭氧污染的位置和分布。同

时，基于臭氧空间分布特征还可以分析重污染地区臭

氧浓度高值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各影响因素的时间变

化特征。Wu 等［117］采用 2013—2017 年的 OMI 数据计

算了中国地区的年均臭氧对流层柱浓度的空间分布，

分析了臭氧空间分布与其前体物因子的相关性。蒙特

卡罗分析表明，估算的臭氧形成潜能（OFP）与对流层

臭氧柱浓度在 99. 9% 的置信区间显著相关。Fan 等［42］

基于国家空气质量地面观测网络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的 300 多个城市的站点观测数据，系

统分析和揭示了中国 7 个区域的空气污染特征和时空

变化趋势，发现臭氧最大每日 8 小时平均值（O3 MDA
8）正在以平均每年 4. 6% 的速度持续增加。这进一步

说明臭氧污染成为继颗粒物后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污

染问题，也使得研发臭氧浓度的遥感卫星反演方法，获

取覆盖广、质量高的近地面臭氧浓度，变得尤为迫切。

臭氧的时间变化特征是研究和分析臭氧污染的另

一个重要途径，包括年际变化、季节变化、月际变化和

日变化等。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特征可以清晰地说明

某一区域臭氧的季节变化特点，而日变化特征的规律

性跟当地辐射、云、气溶胶和排放信息的日变化特征紧

密联系，可以用于分析各个因子的臭氧污染相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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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Felipe-Sotelo 等［118］收集了 2000—2004 年 41 个采

样点的臭氧数据，确定了不同研究区的日均、周平均和

年均臭氧分布，并在每个分区应用主成分分析揭示了

臭氧与大气污染物以及气象变量之间的关系。Xue
等［119］融合现场观测、卫星遥感测量和空气质量模型模

拟数据构建臭氧数据集，分析了 2013—2017 年中国臭

氧的时空变化，发现人口加权臭氧平均值从 2013 年的

86 μg/m3增长到 2017 年的 95 μg/m3。

4. 2. 2　典型污染事件分析

典型臭氧污染过程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阐明近地

面臭氧污染的生成机理、发展过程和后续演变规律。

根据大气化学反应机理，臭氧的形成实际上是 VOCs

和 NOx 争夺自由基的过程。图 5 总结了典型地区的

VOCs与 NOx控制区分析情况，脊线表示臭氧等值线拐

点的连接线。脊线上方处于 NOx 控制区，VOCs/NOx

较大，臭氧浓度多受 NOx 变化的影响；脊线下方处于

VOCs控制区，VOCs/NOx较小，臭氧浓度多受 VOCs变

化的影响，且臭氧浓度会随着 NOx浓度增加而降低。

在海洋地区，Brauers 等［120］收集了 5°N 和 40°S 之间

的 483 个 OH 浓度数据，分析了热带大西洋中 OH 自由

基参与对流层臭氧的化学过程。此外，Tan 等［121］、

Lelieveld 等［122］和 Whalley 等［123］分别在美国的密歇根

州北部森林、亚马孙森林、婆罗洲雨林等森林地区分析

了 OH 的变化情况，进一步阐明了 VOCs和 NOx争夺自

由基的化学机制。Ehhalt 等［124］实地调查了德国东北

部相对未受污染的农村地区的 OH 浓度，发现 OH 对

NOx 的高度非线性依赖性可以用 Padé 函数近似。同

时，他们开发了一种 OH 对 UV 和二氧化氮的依赖性

定量化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可消除由变量 UV 和二氧

化氮依赖性而引起的 OH 变化。除了上述典型地区

表 2　卫星臭氧观测数据的精度验证应用分析

Table 2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accuracy verification of satellite ozone observation data
Source of 

validation 

data

Surface

Radiosonde

Satellite 

observation

Application analysis

Bian et al［108］ used observation data of Dobson and TOMS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trend of total ozone in Beijing and 
Kunming from 1979 to 2000， and found that the two data had high consistency in the measurement of total ozone.
Chen et al［109］ analyzed the ozone concentration from ground-based stations and TOMS ozone observation data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ir trends are simil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 81）， but the ground-based results are 
lower than the results of TOMS data.

Hong et al［110］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otal column ozone obtained from OMI-DOAS algorithm with ground-based 
observations in Seoul， and found that the seasonal average of ground-based observations was underestimated by 2. 68%.

Cai et al［111］ used ozone sounding data to verify the ozone profile and tropospheric ozone column concentration of GOME 
satellite in Lhasa， Xining and Bei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nthly average ozone concentration in the lowest layer 

（0-2. 5 km） of the GOME satellite has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ground observations.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deviation of the tropospheric column concentration is within 10%.

At Zhongshan Station， Amundesen-cott South Pole Station and Neumayer Station， Zhang［112］ verif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ata of ozone sounding and the ozone vertical profile of the sixth edition of AIRS in 2008， and found that the 

two data showed similar trends after analysis.
Chen et al［113］ verified OMPS ozone profile using ozone sonde data from 2016 to 2018 in Bei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deviation between the ozon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OMPS and the ozone sonde data is less than 10%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stratosphere， but larger （15%-40%）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troposphere.
Wang et al［114］ used DOAS and multiplicative algebraic reconstruction to extract vertical ozone profiles from atmospheric 
limb scattering measurements.  Comparing the extracted ozone profile with the ozone measurement of SCIAMACHY， 

the deviation of the two data is less than ± 10%.
Van Peet et al［115］ improved the ozone profile retrieval algorithm （OPERA） and applied it to GOME and GOME-2 
satellites.  The ozone retrieval results of the two satellites are analyzed and verified with the data of the ultraviolet 

radiation data center （WOUDC）.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in the troposphere is 20%， while it in the 
stratosphere is 15%.

Zawada et al［116］ developed a two-dimensional tomography algorithm based on OMPS-LP， and compared the dataset of 
the developed algorithm with the MLS observations.  Within 20 minut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stratosphere is less than 

5%.
Ma［8］ developed a global tropospheric ozone dataset with long time series for OMI/MLS and TOMS/SBV， which 

improved the consistency of original ozone data and ground-based data by 4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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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镇地区的污染事件分析在总体研究中占很大的

比例，且不同地区臭氧污染产生的原理和性质都各不

相同。Shirley 等［125］测量了 2003 年 4 月墨西哥的 OH
和 HO2 浓度，发现在化学反应过程中 HO2/OH 与 NO
的依赖性基本相同，但在 NO 接近于 100 ppbv（按体积

计算的十亿分之一）时除外。Kanaya 等［126］在东京测量

了 OH 和 HO2 的浓度，发现白天的 HO2 浓度在冬季被

低估，特别是在冬季的早上，而在夏季却被高估。

Nelson 等［127］在印度德里测量了特定非甲烷烃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C2-C13）、氧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O、

NO2、HONO、CO、SO2、臭氧和光解速率的浓度，调试

了 VOCs 与 NOx 在模型中的变化，发现仅降低 NOx 浓

度时，臭氧浓度显著增加；且仅减少道路运输排放量

时，臭氧浓度显著增加。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当地污染

减排过程中，NOx、颗粒物与 VOCs 协同减少的重要

性。在我国，Tan 等［128-129］和 Lu 等［130］阐述了在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 EKMA 曲线中 VOCs 和

NOx争夺自由基的情况，发现城区易出现臭氧高污染；

而处于高臭氧污染城区下风向的市郊和乡村地区，受

城区光化学烟雾前体物排放的影响也会出现严重的臭

氧污染。

总之，对臭氧典型污染事件的成因进行分析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人们理清臭氧典型污染事件的形

成源头，从而更为科学地开展管控和治理。卫星遥感

反演的近地面臭氧浓度数据集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最为

关键的数据支撑。

4. 2. 3　臭氧污染与气象条件相互作用

气象条件是影响近地面臭氧生成的关键要素，而

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研究臭氧污染

与气象条件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具有很大难度，并具有

重要科学意义和实际价值。

以往研究表明，降水、气温、相对湿度、日照时间、

地面气压和风速是影响地面臭氧浓度的主要因素［131］。

通过分离气象条件和人为排放的影响，Yin 等［132］发现

臭氧主导模态的变化由气象条件变化而引起，同时也

验证了位于中国东部上方的异常反气旋环流会产生干

热空气和更强的光化学反应，并将臭氧输送到地表。

作为北半球主要的遥相关模态，亚欧大陆模态的正相

位可以调节当地的气象条件，增强光化学反应，从而增

加北半球的臭氧浓度［133］。东亚夏季风也显著影响了

中国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年际变化［134］。在日时间尺度

上，由于高温可以促进光化学反应，相对湿度较低的区

域会出现严重的臭氧污染［135-138］，较高的相对湿度通常

与较大的大气不稳定性和云量有关，它会导致光化学

反应减缓，近地面臭氧浓度降低［139-140］。此外，相对湿

度的增加更容易产生降水清除、光化学反应效率降低、

氧原子减少和羟基自由基增加，进而降低臭氧浓

度［102，141-142］。因此，湿度较高、云层较多、太阳辐射较少

和气温较低等环境条件不利于臭氧形成［143-144］。

臭氧污染的发生是其前体物排放在多种不同气象

要素影响下的共同作用结果，而卫星遥感反演的近地

面臭氧浓度数据集提供了研究臭氧污染与气象条件相

互作用的数据基础。

4. 3　平流层臭氧区域传输和辐射效应

在特定的天气系统下，平流层臭氧可经过平流层-

对流层交换（STE）侵入对流层，有时会导致地面臭氧

急剧增加［145-148］。STE 过程多发生在春、冬季，且在确

定对流层臭氧收支中起重要作用，占北半球中纬度地

区臭氧资源的 20%~30%［7］。此外，STE 的出现多与

气 旋 、锋 面 、Brewer-Dobson 环 流 、对 流 层 顶 折 迭 、

图 5　典型地区的 VOCs与 NOx控制区分析  （图中斜线为“脊线”）

Fig.  5　Analysis of VOCs and NOx control zones in typical areas (Diagonal line in figure is ‘ridge line’)

Rossby 破碎和湿对流等动力过程相关［149-153］。遥感卫

星通过识别水蒸气通道（6. 2、6. 5、6. 9 μm）中水分含

量来确定对流层顶和平流层底的动态条件，美国

NOAA 全球预报系统模型采用此方法，可识别部分平

流层侵入事件［154］。

Knowland 等［146］结合观测数据、MERRA-2 再分析

和 Goddard 地球观测系统模型，分析和验证了科罗拉

多州 2012 年春季平流层侵入造成臭氧严重超标的事

件。Lin 等［148］采用全球高分辨率全球化学 -气候模型

（GFDL AM3），结合地面测量结果、激光雷达数据和

臭氧柱总量浓度，发现平流层侵入对美国西部高海拔

地区春季臭氧污染事件起重要作用。Langford 等［154］

选用两个时间段（2013-05-19—2013-06-04 和 2013-06-

22—2013-06-28）的 OMI 臭 氧 柱 总 量（ 地 表 至

~2. 5 km）、激光雷达的后向散射廓线、地基臭氧观测

和气象参数等数据，分析了内华达州克拉克县三次臭

氧超标的成因，发现来自亚洲的长距离运输对地面臭

氧的贡献较小（<10 ppbv）。刘宁微［155］选用 2010—
2012 年期间中国区域的 6 个大气观测站数据，结合高

分辨全球大气化学 -环流模式（EMAC）、OMI 臭氧柱

总量和 MLS 臭氧廓线数据，调查了中国地区的对流层

臭氧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了不同大陆污染源远距离输

送对中国不同地区臭氧变化的影响。Gao 等［156］利用

GEOS-Chem 模型描述了生物质燃烧排放对美国西部

地表臭氧的潜在影响，并将结果与 CASTNet 地表臭

氧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种地面臭氧资料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且近地面臭氧浓度与生物质燃示踪

剂的变化密切相关。Tarasick 等［157］利用高分辨风廓线

雷达测量对流层顶的快速变化来追踪平流层入侵，研

究发现，春夏季平流层-对流层交换（STT）事件约 2~3
天发生一次，而秋冬季 STT 事件频率降到 4~5 天/次。

将 0~1 km、1~3 km 和 3~8 km 分别定义为边界层、对

流层底层和对流层中高层，分析七次 STT 运动发现，

边界层臭氧（1. 2 ppb）平均占 3. 1%，但对流层低层臭

氧（5. 4 ppb）平均占 13%，对流层中高层（22 ppb）平均

占 34%。此外，臭氧 STT 过程还会对海洋热量吸收产

生影响。Liu 等［158］通过分析 1955—2000 年间臭氧变

化对南大洋 2 km 上层海洋净热量的影响，发现海洋净

热量增加约 30%，其中约 60% 的增加归因于对流层，

40% 归因于平流层损耗，这说明平流层和对流层的臭

氧变化都对南大洋内部变暖作出了贡献，对流层臭氧

的贡献更大一些。同时，他们还分析了两种增暖效应

的物理机制：对流层臭氧增加主要通过等密度线的加

深引起南大洋次表层变暖，而平流层臭氧损耗则通过

沿 500 m 上层等密度线的细微变化来增暖。

此外，高空臭氧可吸收大量来自太阳的紫外辐射，

在为地球生命体提供保护功能的同时加热高层大气，

改变高层大气稳定度。Xia 等［159］基于多传感器再分析

版本 2（MSR-2）臭氧数据、ERA5 再分析资料中的月平

均温度、水汽和云分数等数据系统地揭示了 2020 年西

伯利亚北极臭氧的减少导致该地区异常变暖，发现

2020 年 4 月和 5 月西伯利亚北极的最大陆地表面温度

升高分别达 8. 8 K 和 6. 2 K。其主要机制是 2020 年创

纪录的北极臭氧消耗在 4 月和 5 月转移到西伯利亚中

部，导致平流层下部局部变冷，进而导致对流层高层大

气稳定度的降低，使得高云增加，从而通过正的长波云

辐射强迫效应促进西伯利亚北极的地表变暖。在此基

础上，Xia 等［160］发现臭氧损耗通过增加高云可能导致

西伯利亚北极地区春季地表紫外辐射减少而非增加。

Wang 等［161］采 用 MLS 臭 氧 数 据 、MERRA2 数 据 、

ERA5 再分析资料和观测数据分析了 STT 臭氧辐射

通量，研究表明，ERA5、MERRA2 和观测资料中温带

下行的臭氧通量分别为 538 Tg year−1、543 Tg year−1

和 528~539 Tg year−1，考虑热带上行的臭氧通量后，

ERA5、MERRA2 和观测资料中全球臭氧 STE 的通量

分别为 346 Tg year−1、360 Tg year−1 和 336~346 Tg 
year−1，这些估算值显示热带上行的臭氧通量可补偿约

35% 的下行臭氧通量，进一步说明热带上行臭氧通量

对于估计全球臭氧 STE 至关重要。同时，研究还发现

云层辐射效应使全球臭氧 STE 增加了约 21%~29%。

5　结         论
国际上陆续发射了高光谱观测卫星、大气环境监

测卫星等多种卫星载荷，在空间分辨率、信噪比和垂直

结构等多方面得到提升，已经可以满足多性能的臭氧

反演。臭氧卫星遥感算法分类众多，目前臭氧柱总量

监测精度较高，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近地面臭氧

浓度的反演精度还有待提高。臭氧污染的大气化学过

程较为复杂，其中臭氧主要前体物 NOx 和 VOCs 的遥

感监测和争夺自由基的过程、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区域

传输和平流层臭氧侵入的识别分析过程、臭氧和 PM2. 5

大气复合污染解析过程等均是目前臭氧研究的重点。

臭氧污染的监管和防控需要摸清来源，准确评估污染

的成因，可从前体物排放、化学转化、气象影响、三维传

输等方面逐步进行解析。并且不同的区域特征各不相

同，关键是要控制臭氧的前体物排放，特别是 VOCs和

NOx。 但 VOCs 种 类 繁 多 ，目 前 只 针 对 HCHO 和

CHOCHO 开展了少量的卫星遥感监测，其反演精度、

产品应用、地面观测和机载观测验证均是未来大气污

染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大气污染是大气复合型污

染，臭氧和 PM2. 5是大气复合污染的两个关键污染物，

臭氧的治理需要 VOCs 和 NOx 的协同减排、精细化管

控才有可能实现短期治标与长期治本之间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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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by 破碎和湿对流等动力过程相关［149-153］。遥感卫

星通过识别水蒸气通道（6. 2、6. 5、6. 9 μm）中水分含

量来确定对流层顶和平流层底的动态条件，美国

NOAA 全球预报系统模型采用此方法，可识别部分平

流层侵入事件［154］。

Knowland 等［146］结合观测数据、MERRA-2 再分析

和 Goddard 地球观测系统模型，分析和验证了科罗拉

多州 2012 年春季平流层侵入造成臭氧严重超标的事

件。Lin 等［148］采用全球高分辨率全球化学 -气候模型

（GFDL AM3），结合地面测量结果、激光雷达数据和

臭氧柱总量浓度，发现平流层侵入对美国西部高海拔

地区春季臭氧污染事件起重要作用。Langford 等［154］

选用两个时间段（2013-05-19—2013-06-04 和 2013-06-

22—2013-06-28）的 OMI 臭 氧 柱 总 量（ 地 表 至

~2. 5 km）、激光雷达的后向散射廓线、地基臭氧观测

和气象参数等数据，分析了内华达州克拉克县三次臭

氧超标的成因，发现来自亚洲的长距离运输对地面臭

氧的贡献较小（<10 ppbv）。刘宁微［155］选用 2010—
2012 年期间中国区域的 6 个大气观测站数据，结合高

分辨全球大气化学 -环流模式（EMAC）、OMI 臭氧柱

总量和 MLS 臭氧廓线数据，调查了中国地区的对流层

臭氧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了不同大陆污染源远距离输

送对中国不同地区臭氧变化的影响。Gao 等［156］利用

GEOS-Chem 模型描述了生物质燃烧排放对美国西部

地表臭氧的潜在影响，并将结果与 CASTNet 地表臭

氧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种地面臭氧资料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且近地面臭氧浓度与生物质燃示踪

剂的变化密切相关。Tarasick 等［157］利用高分辨风廓线

雷达测量对流层顶的快速变化来追踪平流层入侵，研

究发现，春夏季平流层-对流层交换（STT）事件约 2~3
天发生一次，而秋冬季 STT 事件频率降到 4~5 天/次。

将 0~1 km、1~3 km 和 3~8 km 分别定义为边界层、对

流层底层和对流层中高层，分析七次 STT 运动发现，

边界层臭氧（1. 2 ppb）平均占 3. 1%，但对流层低层臭

氧（5. 4 ppb）平均占 13%，对流层中高层（22 ppb）平均

占 34%。此外，臭氧 STT 过程还会对海洋热量吸收产

生影响。Liu 等［158］通过分析 1955—2000 年间臭氧变

化对南大洋 2 km 上层海洋净热量的影响，发现海洋净

热量增加约 30%，其中约 60% 的增加归因于对流层，

40% 归因于平流层损耗，这说明平流层和对流层的臭

氧变化都对南大洋内部变暖作出了贡献，对流层臭氧

的贡献更大一些。同时，他们还分析了两种增暖效应

的物理机制：对流层臭氧增加主要通过等密度线的加

深引起南大洋次表层变暖，而平流层臭氧损耗则通过

沿 500 m 上层等密度线的细微变化来增暖。

此外，高空臭氧可吸收大量来自太阳的紫外辐射，

在为地球生命体提供保护功能的同时加热高层大气，

改变高层大气稳定度。Xia 等［159］基于多传感器再分析

版本 2（MSR-2）臭氧数据、ERA5 再分析资料中的月平

均温度、水汽和云分数等数据系统地揭示了 2020 年西

伯利亚北极臭氧的减少导致该地区异常变暖，发现

2020 年 4 月和 5 月西伯利亚北极的最大陆地表面温度

升高分别达 8. 8 K 和 6. 2 K。其主要机制是 2020 年创

纪录的北极臭氧消耗在 4 月和 5 月转移到西伯利亚中

部，导致平流层下部局部变冷，进而导致对流层高层大

气稳定度的降低，使得高云增加，从而通过正的长波云

辐射强迫效应促进西伯利亚北极的地表变暖。在此基

础上，Xia 等［160］发现臭氧损耗通过增加高云可能导致

西伯利亚北极地区春季地表紫外辐射减少而非增加。

Wang 等［161］采 用 MLS 臭 氧 数 据 、MERRA2 数 据 、

ERA5 再分析资料和观测数据分析了 STT 臭氧辐射

通量，研究表明，ERA5、MERRA2 和观测资料中温带

下行的臭氧通量分别为 538 Tg year−1、543 Tg year−1

和 528~539 Tg year−1，考虑热带上行的臭氧通量后，

ERA5、MERRA2 和观测资料中全球臭氧 STE 的通量

分别为 346 Tg year−1、360 Tg year−1 和 336~346 Tg 
year−1，这些估算值显示热带上行的臭氧通量可补偿约

35% 的下行臭氧通量，进一步说明热带上行臭氧通量

对于估计全球臭氧 STE 至关重要。同时，研究还发现

云层辐射效应使全球臭氧 STE 增加了约 21%~29%。

5　结         论
国际上陆续发射了高光谱观测卫星、大气环境监

测卫星等多种卫星载荷，在空间分辨率、信噪比和垂直

结构等多方面得到提升，已经可以满足多性能的臭氧

反演。臭氧卫星遥感算法分类众多，目前臭氧柱总量

监测精度较高，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近地面臭氧

浓度的反演精度还有待提高。臭氧污染的大气化学过

程较为复杂，其中臭氧主要前体物 NOx 和 VOCs 的遥

感监测和争夺自由基的过程、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区域

传输和平流层臭氧侵入的识别分析过程、臭氧和 PM2. 5

大气复合污染解析过程等均是目前臭氧研究的重点。

臭氧污染的监管和防控需要摸清来源，准确评估污染

的成因，可从前体物排放、化学转化、气象影响、三维传

输等方面逐步进行解析。并且不同的区域特征各不相

同，关键是要控制臭氧的前体物排放，特别是 VOCs和

NOx。 但 VOCs 种 类 繁 多 ，目 前 只 针 对 HCHO 和

CHOCHO 开展了少量的卫星遥感监测，其反演精度、

产品应用、地面观测和机载观测验证均是未来大气污

染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大气污染是大气复合型污

染，臭氧和 PM2. 5是大气复合污染的两个关键污染物，

臭氧的治理需要 VOCs 和 NOx 的协同减排、精细化管

控才有可能实现短期治标与长期治本之间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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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Ozone is an important trace gas in the atmosphere and can affect the state and process of the troposphere and 
stratosphere.  About 90% of ozon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stratosphere (10-50 km) and can absorb ultraviolet radiation from 
the sun, thus affecting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the earth's climate, and protecting the earth's life system.  10% of 
ozone is located in the troposphere, which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affected by both cross-regional transport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The main source of 
near-surface ozone is a photochemical reaction, and its main precursors are carbon monoxide (CO), nitrogen oxides (NOx), 
and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In addition, near-surface ozone concentration is also affect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transport.  In recent years, ozone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ollutant after PM2. 5 i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summer and autumn.  Correspondingly, ozon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been the focu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future.

Ozone data can be obtained by ground-based, sounding, airborne, and space-borne observations.  The ground-based 
observation stations can provid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ozone.  The data at each site are of high 
accuracy and good stability with the insufficient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tes, and the ozone concentration in the whole 
troposphere is not well-reflected.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ozone can be obtained by 
sounding and airborne observations, which can be employed to verify the satellite observation accuracy.  However, the lack 
of spatial-temporal continuity makes it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ozone distribution in a large area.  As space-borne observations 
are not subject to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it is possible to acquire global ozon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with all-weather coverage and provide hyperspectral and high-precision data.  Therefore, high-precision, global, and all-
weather ozone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based on multiple satellite detection payloads.

Progress　 Currently, the global ozone detection instrum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etection methods of nadir 
observation, occultation observation, and limb-viewing (Fig.  1).  The total ozone column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ozone 
profiles with low vertical resolution can be obtained by the nadir observation.  The ozone profile can be detected by limb-

viewing and occultation observation.  Occultation observation features high vertical resolution and precision, but with 
limited sampling frequency and small data volume.  In contrast, limb-viewing can detect ultraviolet, infrared, and 
microwave bands, and it has high sampling frequency and can realize all-weather sampling.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spectrum and detection principles, global ozone detection instru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ultraviolet spectral detection 
sensors and infrared spectral detection sensors.  Based on the satellite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the inversion algorithms 
of the total ozone column and ozone profile are proposed (Figs.  3 and 4), 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near-surface ozone 
is developed by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data.  The whole layer ozone information and the vertical ozon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ultraviolet spectrum and infrared spectrum of satellites respectively.  The monitoring 
accuracy of the total ozone column has currently reached 90%, but the inversion accuracy of the ozone concentr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troposphere and near the surface needs to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evel of inversion 
techn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technical methods can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capability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ozone.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ozon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technology of atmospheric ozone 
detection and inversion.  Our study focuses on ozone pollution progress,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ozone pollution and typical pollution eve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zone pollution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different meteorological factors can affect ozone pollution precursors.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photochemical reaction process of ozon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formulating scientific emission reduction schemes to improve air quality.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ozone pollution processes 
can clarif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ubsequent evolution of near-surface ozone pollution.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strument design and inversion technology of various 
satellite detection payloads makes it possible for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and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of ozone.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ozone pollution need to find out the source and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pollution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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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be gradually analyzed in precursor emissions, chemical conversion, meteorological influence, and three-

dimensional transport.  The synergistic emission reduction of VOCs and NOx is the ozone treatment fundamental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the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next step.

Key words atmospheric optics; ozon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algorithm; precision validation; air quality; 
stratospheric in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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